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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应公民意见是现代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公民意见是政府决策的基本影响

因素；然而，讨论转型国家中公民意见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旨在利用调查实验分析转型中

国公民意见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响。基于“意见－政策连接”理论，通过对 26个地级市 3059位地方官员的

调查实验来检验假设，实验同时考察了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两个政策领域上级政府和本地公民意见对地

方财政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地方层面，经济发展支出决策显著地受上级政府和本地公民意见的

影响，前者的影响略强于后者；民生福利支出决策不受上级政府和公民意见影响。该结论在控制了官员个

体特征、政治价值观、政策偏好和地区差异后仍然成立。中国地方政府“选择性”地回应公民意见，具有经

济回应性，“选择性回应”的前提是该政策领域具有高显著度、公民和决策者具有共享的政策偏好。因而，

强化政府回应性应同时着力于开放政策过程与上级权威对地方官员偏好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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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转型国家的公民意见与
政府回应性

政府回应性指政府决策符合公民政策偏好的

程度[1]，如果一个政府根据公民意见的变化调整政

策，那么就具有回应性。政府对公民意见的回应性

是任何现代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之一。尽管不同政

治学理论对公民意见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有不同

设定，然而基本共识是人民主权论，这意味着国家

权力最终来源于人民，决策者应该回应公民意见，

参与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都强

调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应具有直接影响[2,3]。

政府回应性的早期研究考察政治家意见与选

民意见的一致性，后续研究进而衡量回应性的程

度[4]。现有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的公民意见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政府决策[5]，这种影响关系被称为“公民

意见-政策连接”（Public Opinion－Policy Link）[6]，为

我们理解政府决策过程提供了重要视角。

尽管现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一些重要的

局限性仍然存在。（1）现有研究局限于西方国家，

很少讨论转型国家政府决策对公民意见的回应

性 [1]。这源于现有研究假定民主制下政治家受选票

压力才会回应民意，而转型国家中不存在回应民意

的激励。然而，上述假定值得质疑。以中国为例，政

府官员并非没有回应公民的政治压力，相反，在体

制稳定和政治晋升的激励下，他们非常关注代表性

机构、基层调研和网络反映的公民意见[7-9]。（2）现有

研究在识别公民意见与政府决策的关系时难以排

除二者“互为因果”的嫌疑。简言之，到底是公民意

见决定着政府决策，亦或是政府决策塑造着公民意

见[10]？政府决策和公民意见通常存在一种循环状且

互相强化的关系[11]，这使得因果关系的确认非常困

难。因此证明公民意见影响政府决策就必须排除以

下可能性：政府决策塑造公民的政策偏好或决策者

通过政策宣传来引导公民意见。（3）现有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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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讨论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基于

地方政府决策的研究很少。几乎没有研究考察同一

体制内政府回应性的地方异质性，对调节公民意见

与政府决策之关系的外在因素很少考察[12]，而实际

上政府回应性可能受到地方经济水平、财政自主性

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地方领导人政策偏好的影

响。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将通过一项对地方公务员

的调查实验来检验当前中国公民意见在地方财政

决策中的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重要决策中越

来越考虑公民意见。为了确保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

性，政府不仅通过人大/政协、大众传媒等了解民

意，还通过召开公众听证会、征求网络民意等途径

吸纳公民参与决策过程。这空前强化了公民意见与

公共政策的联系，为公民意见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

现实可能性。通过调查实验，本文试图在如下方面

有所贡献：（1）以中国为案例讨论转型国家公民意

见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性和路径。分析策略是给予

地方决策者有关本地公民意见的不同假设信息，然

后观测其政策选择，如果政策选择与假设民意一致

就具有回应性；（2）通过随机化分配干预来排除公

民意见与政府决策“互为因果”的可能性，以有效评

估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3）考察地方层面

和决策者个体层面因素对实验效应的影响。回顾现

有研究，财政政策是国际学术界开展“公民意见-
政策连接”研究的核心政策领域[13]，这源于财政政

策之于公共治理的重要性、关注度高，以及观察财

政指标的可行性[5]。因此，本文也以地方财政决策

为研究对象，考察地方财政决策的两大最核心政策

领域———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领域的“公民意见-
政策连接”。

2 公民意见与政府决策：
西方理论到中国经验

2.1 西方国家的公民意见与政府决策

政治学中大量研究讨论了公民意见与政府决

策的关系，其基本问题是公民意见能否影响政府决

策？换言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公民的政策

诉求？很多案例研究显示“公民意见-政策连接”存

在于医疗、税收、积极劳动力市场等多个政策领域，

比如 Page和 Shapiro首次系统检验了美国主要政

策领域中公民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他们利用调

查数据计算了 1935—1979年间特定政策领域的公

民意见，然后考察民意调查滞后一年的政策变化

（以具体政策领域财政支出水平来衡量），分析二者

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研究发现 66％的公民意见变化

导致了与公民意见一致的政策变化，当公民意见变

化越大时，政策变化的可能性越大[5]。

Soroka 和 Wlezien 系统检验了欧美国家公民

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他们选择国防、社会福利、

教育等数十个政策领域，比较了特定政策领域的公

民意见与实际政府财政支出的关系，并进行了跨时

分析。研究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其假设：当公民要求

在某个领域增加财政支出时，政府会增加实际支

出；反之，政府会减少实际支出[13]。近来，比较研究

发现公民意见与政府决策存在显著的因果联系，而

且这种联系在大多数政策领域、不同区域的国家中

均有反映[14,15]。

现有研究对“公民意见－政策连接”的解释形成

了三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规范性理论。该理论从规范民主

理论出发，认为政府对公民意见的有效回应是民主

制度运行好坏最基本的评价指标。任何形式的民主

政治都基于人民主权，其关键特征是政府对公民偏

好的持续性回应[2]。此外，规范性理论还强调“代表

性”在公民意见影响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对于经典

民主理论家来说，公民偏好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连接

是民主运行的基本逻辑，决策者需要回应公民来赢

得选举，而公民需要知道决策者的行为以形成成熟

的政策偏好。

这个领域的代表性经验理论是“温度调节器模

型”（Thermostatic Model），该模型由Wlezien提出。

“温度调节器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特定政策领域的

公民意见与政策回应之间存在“负向反馈”，当公民

向政府表达意见时，就如同向温度调节器发送信

号，如果实际政策温度与公民偏好的政策温度不

同，政府（温度调节器）就会调节政策方向[16]；当政

府进行了有效回应后，公民偏好的政策温度就会下

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温度调节器模型”被证明

适用于大多数欧美国家[17,13]。

第二大经验理论是“宏观系统模型”（Macro

System Model）。宏观系统模型认为在政府决策过程

中，影响决策者行为的不是特定政策领域的具体公

民意见，而是整体性公民意见（或政策气氛，Policy

Mood）[18]。加总多个具体议题上的公民意见可以形

成整体性公民意见，整体性公民意见塑造着政府决

策的时代氛围，从而约束着政府决策。当政策氛围

变化时，政治家会感觉到这种变化，从而改变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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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行为，如美国从 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到 1980
年代的保守主义转变所引起的诸多政策的巨大变

化[4]。

近来，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公民意见-
政策连接”理论的跨国适用性[1]。Soroka 和Wlezien
将“制度”引入政府回应性分析框架[19]。一些研究考

察了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等选举制度对公民

意见影响公共政策的调节作用[20]，还有研究考察权

力的垂直分割（联邦制-单一制）和水平分割（行

政-立法分权程度）对“公民意见-政策连接”的影

响[19,13]。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国家，而对转

型国家的政府回应性研究非常缺乏。

2.2 转型国家的公民意见与政府决策：
以中国为例

有学者尝试着在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检验了

“公民意见-政策连接”假设[21]，发现这些国家的公

民意见与政府决策存在高度一致性。Roberts 和

Kim[1]讨论了“公民意见-政策连接”假设在东欧转

型国家的可推广性。这项研究批评了“公民意见-
政策连接”只存在于西方国家的偏见，发现转型国

家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意见对经济改革进程有巨大

影响。当公民对改革的支持度提高时，经济改革推

动得越快，而这种关系在民主程度较低的转型国家

仍然存在。作者承认，虽然转型国家的一些官员的

确不关心公民意见，但有关政府回应性的判断应该

基于更为系统性的证据而不是个别经验。

一般而言，学术界认为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的

影响在转型国家或者不存在，或者是扭曲的，其理

由如下：（1）一些转型国家的官员不由选举产生，因

而在决策时没有考虑公民意见的激励；（2）由于公

民不经常性地参与政治，因而难以形成对具体政策

议题的清晰、成熟偏好；（3）缺乏有效地连接公民意

见和政府决策的制度性安排；（4）即使上述条件满

足，转型国家的公民仍然缺乏技能和机会来监督官

员为其行为负责[1]。

转型国家的政治家（官员）缺乏回应公民意见

之激励的假定值得质疑。以中国为例，政治家（官

员）并非不存在回应公民的政治压力，而是在体制

生存和政治晋升的激励下非常关注公民意见 [22,7]。

一方面，为了维护体制生存和稳定，政治家必须在

一定程度上回应公民诉求来保证有效统治的社会

基础，大至改革开放决策、外交政策制定[23,24]，小至

环境评估、新农合的实施都体现出政府决策对公民

意见的考量和回应[25]。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决策是

否符合本地居民意见决定着地方领导人能否在任

期内取得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治理绩效，进而获得较

好的晋升路径。有研究证实，地方领导人至少要部

分地听取本地居民意见才能取得施政过程中的地

方合作，而不至于因为消极抵抗、群体性事件、群众

上访影响仕途[8,26]。

近年来，一些研究讨论了中国的政府回应性。

Mertha基于对公共政策过程的观察提出“碎片化威

权主义 2．0”来描述公共政策过程的政治多元化倾

向，由于政策进入门槛降低，边缘性官员、非政府组

织、媒体和公民等行为者能够参与政策过程，对政

策制定发挥影响[25]。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发挥影响

也反映在福利政策上。伴随着改革深入，经济市场

化的政治和社会后果逐渐显现，公民对社会福利市

场化政策越来越多地表达了不满和反对意见，作为

对公民不满的回应，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多年中连续

进行了社会救助、医疗和教育等民生福利领域的改

革[27]。

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存在公民与政府机构（尤

其是地方政府）的沟通渠道，如与地方政府机构直

接联系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常见方式[28]，人大和政

协等机构发挥着代表公民意见的功能，对地方政府

决策施加着重要影响[22,29]。有研究表明中国政府有

意识地利用公民意见数据为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

决策提供参考 [9,30]，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广泛利

用社会媒体、网络调查和抽样调查来实时、定期地

收集公民对特定政策的意见已成惯例[31,32]。中国社

科院成立了中国舆情调查实验室，计划用三年时间

对 600000个中国公民进行民意调查，并将调查结

果提交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决策者①。

2.3 财政决策中的政府回应性

国际经验显示，财政政策在政府回应性研究领

域具有重要地位[5]。首先，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一系

列财政收入和支出工具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分

配，以实现执政目标的关键政策，是分析政府行为

的重要维度[33]，因而也成为评估政府回应性的关键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致力于舆情民意采集的舆情调查实
验室，并计划成立大型舆情调查数据库。详情参见：http：//news．
xinhuanet．com/2013－02/27/c＿114827317．htm。为了及时、客观地了
解社情民意，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国家统计局成立了社情民
意调查中心，同时，各省市也成立相应的调查中心 29个。详情参见
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网 http：//my12340．cn/theme．aspx？classid＝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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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5]；第二，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导致其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公民会基于个人经验和知识形成对

财政预算的特定且稳定的偏好[15]，任何国家的财政

决策都离不开对公民意见的充分考量；第三，相较

于其他政策，研究财政政策更具可行性。研究者可

以通过观察年度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采集财政数

据[13]，再对照公民对财政预算的偏好即可考察政府

回应性的程度及差异。基于以上理由，财政政策成

为政府回应性研究的核心领域。

财政政策是中国公共政策的核心政策，而财政

决策更是首要的公共决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财政政策是中国公民参与时间较早、参与程度

较深的领域之一。1998年中国启动公共预算改革，

改革的重点之一即是加强公民参与公共预算[34]。在

公共预算改革实践中，河北、广东、江苏、浙江等很

多地方政府已经向本地公民开放预算过程[35]，典型

的开放途径包括召开特定政策预算听证会、整体财

政预算安排的听证会、预算民主恳谈会[36]等。伴随

着公共预算改革的稳步推进，地方人大在地方财政

决策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强[29]，而常态化地了解公民

的财政预算偏好也日益成为地方财政决策的重要

部分。总之，公民意见对财政决策的影响机制包括

公民参与和人大参与，二者影响财政决策的具体机

制既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公民参与主要影响政

策输入端，为财政决策提供政策偏好、议程设置和

政治支持；人大参与既影响政策议程设定和协商过

程，也通过监督和问责来影响政策输出端。考虑到

研究目标，本文聚焦于考察政策输入端的公民意见

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偏好的影响，这里的公民意见

指公民及其代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表达的对

本地财政支出的具体偏好。总之，本项调查实验不

仅在理论上有检验转型国家“公民意见—政策连

接”之可能性的价值，更具有从实践上评价“预算民

主”等财政改革成效的意义。

3 调查实验的设计与实施

考虑到观测现实财政决策的困难性，为在中国

语境下探索公民意见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响，本文

采取调查实验方法开展研究。实验方法是研究者利

用控制和操作控制某些因素的变化来理解因果关

系的科学方法。研究者通过对被试者随机化分配干

预来控制其他混淆变量，操作一组变量，测量结果

变量的变化来分析因果关系[37]。随机化分配干预可

以有效地解决选择偏误、控制可观测和不可观测混

淆变量的影响，从而提升因果推论的内在效度。实

验研究通过设计控制组来提升信度，为干预效应的

估计提供测量一致性。调查实验是一种将实验研究

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创新方法[38]，将针对特定子群

体的实验结果推广到总体，确保了因果推论的外部

效度，近来在社会科学界广受欢迎。为了保证调查

实验的信度和效度，本文从对象选择、控制和干预

设计、随机化分配干预等方面做出努力。

3.1 调查实验的对象

为保证调查实验的效度和信度，调查实验的对

象是地方政府公务员。公务员对本地政府决策有切

身（Real－World）经历，甚至有财政决策参与经历，

对地方财政决策的知情度更高，更有能力提供最接

近现实政治的信息。因而，以其作为实验对象不仅

保证了测量的一致性信度，也强化了实验研究的内

在和外在效度。

本项调查实验嵌入在作者组织实施的“地方治

理与公共产品调查”。这项调查旨在了解地方政府

官员在地方治理中的基本状况、政策偏好、价值观

和行为模式。为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并获得合作，

也为了确保受访人提供真实答案，本次调查采取完

全匿名调查，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地方党校的配

合下实施，调查方式为受访人自填式纸质问卷，问

卷内容包含背景变量、行为问题和态度问题。同时，

我们尽量简化调查问卷和价值中立化以减轻调查

对象的负担，以上措施保证了调查实验的测量信

度[39]。具体地，调查实施环节如下：调查团队首先向

多个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寻求调查支持，最终获得在

26个地级市实施调查的机会；调查团队印刷问卷

并将其携带至调研地；在调研地合作者的配合下，

依据配额抽样原则寻找受访人；将调查问卷发放给

受访人并由受访人独立完成调查问卷；调查团队回

收调查问卷并录入数据开展研究。

调查采取配额抽样，配额依据为调查对象的单

位类型和行政级别，单位类型分为党委机关、行政

系统、人大/司法/团群三组，行政级别包括副科及以

下、正科、副处和正处及以上四类，覆盖华北、华东、

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 10省 26地级市，以上措施

保证了调查实验的外部效度。调查实施从 2013年

5月至 2013年 11月底，历时 6个月，共发放问卷

3500 份，回收有效样本 3059 个，问卷回收率

87．4％。总体而言，本项调研获得地方政府官员的良

好合作，绝大多数受访人同意接受调查并完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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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与社会调查相比，公务人员由于具备更高教

育程度，对公共事务有更深入了解，因而调查数据

显示的缺失数据比例较低，应答情况的分布也表现

出良好的区分度。表 1描述了样本基本分布，可以

发现，调查样本中男性公务员占 59％，平均年龄 35
岁，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最高，达到 66％；来自行

政机构、党委机构、人大/司法/团群机构的公务员

分别占 57％、16％和 28％；副科及以下公务员为

63％，正科干部占 25％，副处干部有 9％，正处及以

上干部为 3％。调查样本在基本分布有代表性。

3.2 干预的设计

调查实验通过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不同问题对

受访人实施干预，即让受访人阅读不同信息，然后

对特定问题作出应答，该方法在社会科学得到广泛

应用[40]。考虑到地方财政预算的复杂性，调查实验

主要考察其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项目。现阶段

地方财政预算项目复杂多样，除了一般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等常规性支出，地方财政支出项目主要集

中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两大领域①。改革以来，

经济发展支出始终在地方财政支出中占重要比

例 [41,42]，并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入 21
世纪，中国政府将发展“民生”列为主要施政目标，

在公共财政上加强了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福利

领域的投入[27]，且民生福利的筹资和支出责任主要

在地方[43]。简言之，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支出是地

方政府财政预算的核心关切，因而调查实验同时在

这两个支出领域检验公民意见对地方财政决策的

影响。

恰当地评估公民意见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响

还依赖于对上级政府之影响的估计。估计上级政府

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响既具有实践必要性，也具有

逻辑必要性。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是上一

级政府的下属机构，在人事、财政和行政权限上从

属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施加着广泛影

响。现有财政制度下，上级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手

段引导（或限制）着地方财政决策，“五年计划”等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区域性政策、财权事权划分、财政

配套或专项支出等都是上级政府影响地方财政决

策的主要途径[44]。从逻辑上，为了进行有效的因果

推论，有必要排除上级政府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可能

影响。基于以上原因，调查实验分别设置不同“干

预”来分析上级政府意见和本地公民意见对地方财

政决策的影响。

本文检验两种意见来源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

响。通过考察上级政府和本地公民在经济发展和民

生福利两个支出领域表达不同政策偏好时，地方官

员的政策选择来分析地方财政决策中回应公民意

见的行为模式。调查实验首先设置一个虚拟情景

（见表 2），该情景要求受访人将自己假设为“某

县县委书记”，并在情景要求下对某县年度财政预

算做出建议。虚拟情景设计在调查实验中应用广

泛[45]，在实验政治学中备受推崇。以县级政府为分

析单位是因为县级政府是最主要的地方政府，具有

相对独立的财政决策权且接近公民，更容易获得公

民对地方财政预算的意见。本文的因变量是研究对

象对财政预算中经济发展支出和民生福利支出之

比例的偏好。调查实验由一个控制状态和四个干预

状态构成，具体设计如下：

控制状态的接受者将阅读如下信息，并提供答

案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男性 3045 0.59 0.49 行政机构 3046 0.57 0.50

年龄 2964 35.41 8.27 党委机构 3046 0.16 0.36

大专及以下 3052 0.15 0.36 人大/司法/团群 3046 0.28 0.45

本科 3052 0.66 0.48 副科及以下 3020 0.63 0.48

研究生及以上 3052 0.19 0.39 正科 3020 0.25 0.43

人均 GDP 26 59249 31947 副处 3020 0.09 0.28

人口规模 26 493 319 正处及以上 3020 0.03 0.18

表１ 调查样本的基本分布

①根据财政部提供的财政支出决算信息，现阶段主要的地方财政预算项目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固定资产支出、教育和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行政管理和公检法支出、价格补贴支出等。详情参见财政部《2012年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http：//yss．mof．gov．cn/2012qhczjs/
201307/t20130715＿966263．html。

②为方便阐述，下文将情境实验题目的三个选项依次简称为“经济＞福利”、“经济＝福利”和“经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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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您担任某县县委书记职务，您要对某县本

年度财政预算做出建议。某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处于全省中等水平，预计本年度财政收入继续增

长。除了行政管理、社会治安等财政支出项目外，您

认为某县本年度应该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领域

如何分配财政收入（两项合计 100％）？

1．经济发展超过民生福利；2．经济发展和民生

福利持平；3．民生福利超过经济发展

干预一的设计与控制组一致，增加了上级政府

偏好经济发展意见“上级政府提出五年内将本县所

属区域建成地区性经济中心，将经济发展作为党政

领导干部考核的重中之重”。干预二在控制状态的

基础上增加了上级政府偏好民生福利的意见。干预

三和干预四关注本地公民意见，干预三增加了本地

公民偏好经济发展的意见，干预四反映本地公民偏

好民生福利的意见。

3.3 干预分配及平衡性检验

为确保调查实验的效度，我们随机地分配干预

给不同研究对象，随机化分配干预的操作方法如

下：对每个调查点，在调查之前将问卷按照控制组、

干预一、干预二、干预三、干预四的顺序循环排序，

然后将排列好顺序的问卷依次发放给研究对象①。

调查实验采集的数据显示，本文所应用的干预分配

方法很好地实现了随机化分配目标。根据表 3，不

同干预状态的接受者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部门

归属、行政级别、工作年限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具

有很好的平衡性，为下文因果推论提供了良好基

础。

4 地方财政决策：地方财政预算
服从上级吗？

4.1 干预效果

首先来分析调查实验的发现。在控制状态下，

41．9％的地方官员认为某县本年度财政支出中“经

济＞福利”，30．4％选择“经济＜福利”，27．6％偏好“经

济＝福利”；在接受“上级-经济”意见时，48．8％的调

查对象选择了“经济＞福利”，26．4％持相反看法，

24．9％认为二者应该持平；当接受“上级-福利”意

见时，46．8％仍然偏好“经济＞福利”，30．2％认为“经

济＜福利”，23％选择二者持平。

表 4 呈现了利用序次逻辑斯蒂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地方官员财政决策选择的

影响因素模型。比较各组在财政决策上的差异可以

估计“上级－经济”和“上级－福利”干预对地方财政

决策的影响：“上级－经济”干预显著地提高了地方

官员在财政决策中对经济发展支出的偏好（Two－

sided t －test p ＝0．004；Wilcoxon rank －sum test p ＝

干预类型 情景设计

干预一：上级偏好经济发展 上级政府提出五年内将本县所属区域建成地区性经济中心，将经济发展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的重中之重

干预二：上级偏好民生福利 上级政府提出五年内要大力推动本县所属区域民生福利的发展，将民生改善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的重中之重

干预三：公民偏好经济发展 某县居民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要求县政府想方设法推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

干预四：公民偏好民生福利 某县居民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要求县政府想方设法改善本地民生福利状况

表２ 调查实验的情景设计

控制组 上级-经济
上级-
福利

公民-
经济

公民-
福利 控制组 上级-经济

上级-
福利

公民-
经济

公民-
福利

性别 61.5% 58.5% 59.1% 59.8% 57.9% 人大/司法/团群 28.8% 28.4% 26.3% 28.7% 26.1%

年龄 35.4 35.2 35.6 35.4 35.5 行政级别 1.52 1.53 1.50 1.53 1.50

教育水平 2.02 2.08 2.01 2.04 2.04 工作年限 10.1 10.3 10.4 10.3 10.4

行政机构 55.7% 55.1% 58.6% 55.2% 58.5%
n 671 1146 1242 1152 1236

党委机关 15.6% 16.5% 15.1% 16.1% 15.4%

表３ 不同干预状态群体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注：a． 表格中呈现了所有控制和干预状态组别的前干预协变量的均值（或比例）；b． 对所有前干预协变量与干预状态的方
差分析的 F检验均统计不显著。

①本研究所采取的随机化方法简便易行，既能确保调查实施简便易行，又能保证接受不同干预状态的群体在基本协变量上具有平衡性。

②为了保证实验发现的稳健性，我们分别提供了参数检验（Two－sided t－test）和非参数检验（Wilcoxon rank－sum test）的结果。

62



0．003）②。当上级政府偏好经济发展时，偏好“经济＞
福利”的地方官员变为原来的 1．32倍；“上级－福

利”干预对财政决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Two－sided

t－test p＝0．142；Wilcoxon rank－sum test p＝0．132）。

在“上级－福利”干预下地方官员的财政选择出现

“两极分化”，偏好“经济＞福利”者和偏好“经济＜福

利”者的比例均较高，这可能是干预效果不显著的

原因之一。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上级－经济”干预

对偏好“经济＞福利”的影响有所强化。

4.2 官员特征与回应上级政府

除了受到上级政府意见的影响，地方官员的财

政决策选择还受到自身社会和职业特性的影响。表

4的模型（2）在控制了干预差异后，分析了官员的

性别、年龄和隶属部门等官员特征对其财政决策选

择的影响。模型（3）进一步分析了官员的政策偏好

和政治价值观的影响。

（1）社会背景的影响。性别对公务员的政策选

择几乎没有影响；年龄对决策选择有显著的非线性

影响，二者间存在 U型关系。简言之，伴随着年龄

增长，公务员偏好“经济＞福利”的倾向先下降再逐

步上升；教育水平差异与政策选择显著相关，与大

专及以下相比，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的公务员偏好

“经济＞福利”的发生比降低了 0．199。

（2）任职经历的影响。这里考察公务员隶属部

门类型、行政级别对其财政决策选择的影响，只有

隶属部门显示了对财政决策选择的显著影响。党委

机构偏好“经济＞福利”的发生比是行政部门的

1．280倍，而其他部门公务员的选择与行政机构没

有显著区别；尽管行政级别与偏好“经济＞福利”的

倾向存在负向关系，但未达到统计显著。

（3）政策偏好和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公务员对

本地发展中“经济发展重要，还是民生福利重要”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实验
干预

上级-经济 0.275*** 1.316 0.267** 1.306 0.390*** 1.477 0.371*** 1.450

上级-福利 0.136 1.146 0.128 1.137 0.140 1.151 0.134 1.144

官员
特征

男性 0.104 1.109 -0.001 0.999 0.012 1.012

年龄 -0.081** 0.922 -0.085** 0.919 -0.090** 0.914

年龄的平方 0.001** 1.001 0.001** 1.001 0.001** 1.001

教育水平（参照：大专及以下）

大学本科 -0.255*** 0.775 -0.310*** 0.734 -0.222** 0.801

研究生及以上 -0.141 0.869 -0.226* 0.798 -0.102 0.903

部门类型（参照：行政部门）

党委机构 0.305*** 1.357 0.253** 1.288 0.247** 1.280

人大/司法/团群 0.039 1.039 0.125 1.134 0.182** 1.200

行政级别 -0.080 0.923 -0.060 0.942 -0.084 0.919

政治
偏好

民生-经济重要性 -0.288*** 0.750 -0.294*** 0.745

贯彻上级政策 0.071 1.074 0.054 1.055

服务公众利益 0.018 1.018 -0.015 0.985

地区
特征

Ln（人均 GDP） 0.487*** 1.626

经济增长率（2011） 0.081*** 1.073

财政自给率 -1.199*** 0.302

截点 1 -0.685 -2.272 -4.287 0.902

截点 2 0.387 -1.200 -3.099 2.106

样本量 2863 2741 2620 2620

Log pseudolikelihood -3060.9 -2915.3 -2621.4 -2600.3

Wald chi2 9.07** 37.64*** 316.16*** 339.09***

Pseudo R2 0.0015 0.0061 0.0658 0.0733

表４ 公务员在财政决策中“回应上级”的回归分析

注：*表示 0．10的显著水平；**表示 0．05的显著水平；***表示 0．01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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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偏好对其政策选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越

是认为“民生福利重要”就越偏好“经济＜福利”，反

之越认为“经济发展重要”则越会选择“经济＞福

利”；认为担任领导干部“贯彻上级政策重要”、“服

务公众利益重要”对财政决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4.3 地区差异与回应上级政府

考虑到地区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也会影响财政

决策选择，本文也考察地方经济发展、财政自给率

等因素对服从上级政府的影响。本文以 2011年人

均 GDP和经济增长率来测量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发

展差异，以财政自给率（即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

政支出的百分比）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

模型 4显示，地方经济和财政状况限制着地

方官员对上级政府建议的服从，经济发展水平（人

均 GDP和经济增长率）强化着公务员偏好“经济＞

福利”的发生比，而且这二者的影响效应强劲；高水

平的财政自给度确保地方政府具备很大的财政支

出自由度，从而显示出对公务员偏好“经济＜福利”

的显著强化效应。财政自给率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

能力，当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充沛时，地方政府将有

更大自由度来分配财政资源，除了保障经济投资，

地方政府也有余力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提供社会

福利。同时，财政越丰沛的地方，纳税人对社会福利

和公共产品的要求也更高，地方政府只有提供优越

的社会福利才能吸引资本和劳动力。

5 地方财政决策：地方财政预算
回应公民吗？

5.1 干预效果

本部分考察“公民意见”干预的实验结果。控制

组中 41．7％的地方官员选择了“经济＞福利”，30．6％

选择“经济＜福利”，27．8％选择二者持平；当地方官

员接受“公民-经济”意见时，48．1％的地方官员建

议某县的财政预算中“经济＞福利”，27．9％持相反

看法，其余 24．1％认为二者应该持平；当接受“公

民-福利”意见时，42．5％选择“经济＞福利”，32．6％

偏好相反选项民生福利支出应该超过经济发展支

出，25％选择二者持平。

表 5呈现了公民意见干预对结果变量的序次

逻辑斯蒂回归结果。具体地，“公民－经济”干预在

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显著地提高了地方官员选择“经

济＞福利”的发生比，而“公民－福利”干预则统计不

显著。比较三组财政政策选择的差异可以估计“公

民－经济”和“公民－福利”干预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

响：“公民－经济”干预显著地提高了地方官员在财

政决策中对经济发展支出的偏好（Two－sided t－

test p＝0．031；Wilcoxon rank－sum test p＝0．029）。偏

好“经济＞福利”的比例增加了 6．4％，这个幅度略

小于“上级－经济”干预导致的 6．9％的提升，而偏

好“经济＝福利”和“经济＜福利”的比例分别下降了

3．7％和 2．7％；“公民－福利”干预对财政决策选择

没有显著影响（Two－sided t－test p＝0．964；Wilcoxon

rank－sum test p＝0．941）。与“上级－福利”干预类似，

“公民－福利”干预下地方官员的政策选择出现了

“两极分化”现象，偏好“经济＞福利”和“经济＜福利”

的比例分别高达 42．5％和 32．6％，分化程度超过

“上级－福利”干预的影响。

5.2 官员特性与回应本地公民

与上文一致，在控制了干预状态的影响后，表

5的模型（2）讨论了官员的性别、年龄、行政级别等

官员个人特征对其财政决策选择的影响，模型（3）

则检验了官员的政策偏好和政治价值观对其财政

决策选择的影响。表 5显示：

（1）性别、教育对地方官员的政策选择几乎没

有影响；年龄仍然对财政决策选择发挥着显著的非

线性影响，年龄与偏好“经济＞福利”的政策选择之

间存在 U型关系。

（2）隶属部门类型、行政级别对财政决策选择

没有显著影响，表 4中凸显的党委机构偏好“经济＞
福利”政策选择的效应在“公民意见”干预中消失

了。

（3）地方官员对本地发展中“经济发展重要，还

是民生福利重要”的政策偏好对其财政决策选择仍

然发挥重要影响，越偏好“民生福利重要”，在财政

预算中就越会赋予民生福利更大份额，而政治价值

观对其财政决策选择仍然没有显著影响。

5.3 地区差异与回应本地公民

表 5的模型 4也检验了地区差异对地方财政

决策中回应公民意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公

民意见”干预时，地区间在经济和财政状况上的差

异对政策选择的影响弱化了，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

决策选择的影响消失了。此外，尽管经济增长率和

财政自主度仍然对财政决策选择施加着显著影响，

但二者的影响效应有所弱化。这表明，纳入公民对

本地财政预算的意见后，原有的地区间财政政策选

择差异弱化、甚至趋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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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地方政府决策中的“选择性回应”

政府对公民意见的有效回应是任何现代政治

系统有效运行的基本要求，当代中国同样需要政府

回应性。本文以中国为案例，通过一项对地方官员

的调查实验讨论了转型国家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

的影响，试图从理论和方法上对当前“公民意见-
政策连接”研究有所贡献。

调查实验同时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两个政

策领域检验了公民意见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响。有

效的因果推论要求同时分析上级政府意见和本地

公民意见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响，即调查实验同时

检验了不同意见来源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影响模式。

调查实验显示：

（1）上级政府意见和本地公民意见对地方财政

决策的影响均只存在于“经济发展支出”领域，而在

“民生福利支出”领域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当上级政

府强调经济发展时，或本地公民要求经济发展时，

财政决策选择才会显著地回应上述意见，提高对经

济发展的财政投入。在影响幅度上，上级政府意见

对地方财政决策的影响略强于本地公民意见。此

外，尽管上级政府和本地公民偏好“民生福利”未能

导致决策选择的显著回应，但这两种意见均引起财

政决策选择的“两极分化”现象，即偏好“经济＞福

利”和“福利＞经济”的比例均相对较高。

（2）官员个体特征对财政决策选择有重要影

响。在控制了性别、单位归属和行政级别后，年龄对

“经济＞福利”政策选择发挥着 U型影响，伴随着年

龄增长，公务员选择“经济＞福利”的倾向先下降后

上升；控制其他因素后，党委机构比行政部门更偏

好“经济＞福利”，但该影响在“公民意见”干预中消

失了，这可能是党委机构更重视公民意见，公务员

的政策偏好对其政策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越认

为“经济发展重要”就越会选择“经济＞福利”。

（3）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差异也影响

财政决策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对选择

“经济＞福利”有正向影响，而财政自给度大力强化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回归系数 发生比

实验
干预

公民-经济 0.202** 1.224 0.179* 1.195 0.250** 1.285 0.239** 1.271
公民-福利 0.007 1.007 -0.016 0.984 0.031 1.031 0.026 1.026

官员
特征

男性 0.100 1.105 -0.023 0.978 -0.015 0.985
年龄 -0.091** 0.913 -0.089** 0.915 -0.091** 0.913
年龄的平方 0.001*** 1.001 0.001** 1.001 0.001* 1.001

教育水平（参照：大专及以下）

大学本科 -0.125 0.882 -0.215* 0.807 -0.161 0.851
研究生及以上 -0.050 0.951 -0.138 0.871 -0.063 0.939
部门类型（参照：行政部门）

党委机构 0.157 1.170 0.070 1.073 0.061 1.063
人大/司法/团群 -0.019 0.981 0.054 1.056 0.084 1.088
行政级别 -0.024 0.977 -0.019 0.981 -0.036 0.964

政治
偏好

民生-经济重要性 -0.275*** 0.759 -0.277*** 0.758
贯彻上级政策 0.071 1.074 0.060 1.062
服务公众利益 -0.002 0.998 -0.021 0.979

地区
特征

Ln（人均 GDP） 0.278 1.320
经济增长率（2011） 0.039*** 1.040
财政自给率 -0.715* 0.489
截点 1 -0.694 -2.304 -4.198 -1.253
截点 2 0.395 -1.222 -3.004 -0.054
样本量 2821 2701 2589 2589

Log pseudolikelihood -3040.3 -2903.9 -2630.3 -2623.1
Wald chi2 7.52** 22.26** 282.80*** 295.17***
Pseudo R2 0.0012 0.0037 0.0592 0.0617

表５ 公务员在财政决策中“回应公民”的回归分析

注：*表示 0．10的显著水平；**表示 0．05的显著水平；***表示 0．01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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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选择“福利＞经济”倾向。尽管“公民意见”干预中

地方财政能力差异对财政决策选择的影响有所弱

化，但财政自给率高的地方仍然凸显出更重视社会

福利投入的态势。地方政府对财政能力的强化，从

提升财政自由和纳税人福利需求两个途径，促进了

地方财政分配中社会福利支出相对于经济增长投

入的优先性。

综上所述，转型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也具有政

府回应性[39]。具体到本文，地方政府有效地回应了

公民偏好经济发展的意见，但未能回应其偏好民生

福利的诉求。究其实质，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呈

现出明显的“选择性”，一方面选择性地执行上级要

求[46]，另一方面选择性地回应公民意见。简言之，对

于公民意见，地方政府采取“选择性回应”策略。选

择性回应的基本特征是地方政府仅回应某些特定

政策领域的公民意见，而忽视其他政策领域的公民

诉求，选择的主动权由地方决策者把握。以地方财

政决策为例，地方决策者偏好在经济领域回应公民

诉求，而无视福利领域的公民意见。选择性回应反

映了地方决策者同时受“自上而下”考核体制和“自

下而上”代表制度影响下的策略性行为模式，选择

性回应的形成是现体制下上级权威、地方决策者和

地方公民三者间策略互动的均衡状态。具体到本

文，在上级权威既定的条件下，地方财政决策中决

策者对经济议题的选择性回应取决于议题显著度

和官民共享政策偏好。

首先，为何地方政府回应性“选择性”地体现在

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民生福利领域？议题显著度

（Issue Salience）是形成政府回应性具体模式的关

键机制，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更可能发生在

显著度高的政策领域而非显著度低的政策领域[47]。

议题显著度是政府回应公民意见的核心机制。一方

面，公民更可能将自己关心的政策议题与政府评价

联系起来，从而政府官员也对公民高度关注的议题

更有回应性。当公民越经常地关注和评价特定政策

时，官员越会感受到公民对决策行为的关注和监

督，也越可能会遵循公民意见来决策[48]；另一方面，

议题显著度高意味着公民在特定政策上具备更为

成熟和稳定的政策偏好。公民对特定政策的持续关

注会促使其获得更充分信息，展开更深刻、广泛的

政策讨论，最终形成成熟且稳定的政策意见[5]。就

中国而言，经济发展议题的显著度明显高于民生福

利议题。经济发展议题在过去 30多年中得到普遍

关注，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了多次深入讨论，并

逐步形成了“经济发展为中心”、“市场经济替代计

划经济”等社会共识；反之，民生福利议题缘起于近

来政府的福利改革，尽管在短期内得到了广泛关

注，然而该议题讨论的深度、广度和意见整合的程

度显然弱于经济发展议题。简言之，地方政府的经

济回应性源于经济议题的高显著度。

其次，地方政府的经济回应性还取决于官员和

公民共享的政策偏好。官员与公民共享的政策偏好

是将公民意见吸纳到政府决策过程的另一重要机

制。Hill和 Hinton－Anderson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民

主国家，公民意见和政府决策的关系也不仅取决于

公民意见，还取决于官员意见，尤其是公民与官员

共享的意见往往互相强化着推动政策过程 [49]。因

此将官员政策偏好纳入分析有助于理解地方政府

在经济领域的“选择性回应”，偏好经济发展是公民

与官员共享的政策偏好。转型中国的官员偏好经济

发展既有转型国家的共性，也有中国的独特性：一

方面，转型国家的统治精英最为关切社会秩序，其

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维持稳固的社会

秩序[50]，比如拉美精英在经济政策上相对积极、偏

好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经济发展对于维持社会稳

定有好处[51]；另一方面，转型中国独特的政府考核

体制塑造出基于经济绩效的政治竞标赛[41]。即使当

前中央政府倡导发展“民生”，考虑到经济增长是刚

性绩效，地方官员在分配财政支出时偏好“经济发

展”的比例仍大幅领先“民生福利”。

作为一种策略性行为，选择性回应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依据地方决策者与上级权威、本地公民的

互动关系动态演变的。简言之，选择性回应并不等

同于经济回应性，因而应该慎重看待地方决策者对

公民福利偏好的不回应。尽管公民福利偏好未能显

著提升财政决策对福利支出的偏好，但这并不意味

着公民福利意见不可能得到回应，而可能是现阶段

存在公民福利意见影响政府决策的限制。随着上级

权威考核内容的更新、福利议题日益显著化，官员

的政策偏好也会随之调整，地方决策中对公民福利

偏好的回应性也会强化。一方面，现阶段中国的福

利政策从属于（或混合于）经济政策，经济绩效是上

级权威考核的刚性内容，福利绩效尚未成为地方决

策者的首要关切。另一方面，民生福利政策在中国

属于新兴政策，而新兴政策由于尚未制度化或显著

化而较难回应公民需要[52]。可以推测，伴随着民生

福利政策逐渐独立于经济发展政策，以及民生福利

政策的日益制度化，公民偏好民生福利的意见也可

66



能会影响政府决策。

总之，本文发现转型国家的地方政府决策并非

不回应公民意见，而是在某些（如经济发展）政策领

域“选择性”地回应民意，前提是这些政策领域具有

高显著度、公民和决策者具有共享的政策偏好。简

言之，本研究至少从三个角度为转型中国政府回应

性的提升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启发：（1）地方政府应

确保公共政策过程向公民开放，以此来提升各类政

策议题的显著度，推动公民在相关议题领域开展公

共讨论和协商，培育成熟且稳定的政策偏好；（2）上

级政府可以改革考核体制的考核内容和方式，考核

体制定义地方决策者的政策偏好，改革考核内容和

方式有助于调节地方决策者政策偏好和地方公民

的政策偏好的一致性；（3）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自

给能力可以为地方政府松绑，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

对非经济（生产性）议题的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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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menting public policies，and delivering public serv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extent to which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ve influence on the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qua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using data from Asia Barometer Survey 2010－2012（provided by East Asia Democratic Stud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fluence on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

w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 two ar－

eas，but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other two areas． The perceived degrees of democracy and Confucian values account for public＇s per－

ception of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but these two variables exert a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mainland． The key limitat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it explores the related factors of government quality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solely from the micro level． But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s not simply equated with the perceived government quality． If in the future to better in－

tegrate macro and micro data，and to perfect the measurement of government quality，may enable it to better analyz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the qua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ir explanatory power． Expanding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f examining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overnment quality，this study combines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to explore their influence and

their explanatory power． It reveals that both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gov－

ernment and studies which insisted cultural homogeneity to ignore cultural influence have f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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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ponding to public opinion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functions of a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However，there are few

empirical researche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cy decisions i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local public opinion on local fiscal decision making under the top－down government system． This paper at－

tempts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on local fiscal decision making by conducting survey experiment of 3059 Chinese lo－

cal officials in 26 prefecture cities． The experiment covers both policy domains of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social welfare，and also

examines the different impact of superior government＇s orders and local public opinion on local fiscal decision making． We fin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economic investment decisio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both the order of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local public

opinion，but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er is slightly stronger than the latter． However，both the superior order and local public opin－

ion do not affect the social welfare decision in local government． The findings are robust when controlling for the individual charac－

teristics，political values，and policy preference of public officials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scal in－

dependence． The key limitat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the study only covers 26 cities，which threat 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the exper－

iment． Author limitation is that it focuses solely on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supplies selective responsiveness in some certain policy such as economic investment，provided that the poli－

cy domain are high degree of salience and shared policy pre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policy makers and citizens． So Chinese gov－

ernment should open its policy process and adjust its officials＇ preference through superior＇s order． Expanding the public opinion －

policy making relationship i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through original excremental design．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

like experi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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